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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子国谜案：泰山脚下消失的千年古国
——— 从文献钩沉与考古探微看肥城身世之谜

□孙晓明 孙辰龙

白狄东迁
一部族群迁徙的沧桑史

要解开肥子国之谜，必先追
溯其族源——— 白狄。白狄作为古
代北狄的重要分支，最早见于《国
语·齐语》所载齐桓公“西攘白狄
之地，至于西河”。清代学者顾栋高
在《春秋大事表》中洞察到，狄人在
春秋闵公、僖公时期最为强盛，“残
灭邢、卫，侵犯齐、鲁”，彼时中原史
官对其内部区分尚不清晰，统称为

“狄”。直至后来，史籍中才逐渐出
现“赤狄”“白狄”等具体名号。

白狄与中原霸主晋国的关
系，堪称一部交织血缘、利益与征
伐的复杂史话。据《史记·晋世家》
记载，晋献公曾娶白狄女子为妻，
生下晋文公重耳及其弟晋惠公夷
吾。因此，重耳为避骊姬之乱流亡
时，“遂奔狄。狄，其母国也”。《左
传》记载，鲁宣公八年（前601年），

“晋师、白狄伐秦”，展现了双方曾
有的短暂军事同盟。

然而，政治联盟建立在利益之
上。当晋国在崤山之战后稳住西
方，并于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消
灭赤狄潞氏后，对白狄的政策开始
转向。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晋
败狄于交刚”（今山西隰县一带），
这场战役载入《春秋》与《左传》，标
志着晋与白狄关系彻底破裂。

在晋国持续的战略挤压下，
白狄各部被迫踏上艰辛的东迁之
路。《春秋》与《左传》中后来频繁
出现的“鲜虞”“肥”“鼓”等名号，
其活动范围已清晰指向今河北省
中南部，即太行山东麓的广袤区
域。可以推断，白狄的一支主力最
终在此落脚，建立了以“鲜虞”为
核心的势力集团。

肥族源流
周室苗裔与狄人身份融合

在纷繁的白狄系统中，肥族
尤为特殊。他们虽融入白狄集团，
却始终保持独特身份标识，史称

“白狄别种”。南宋史学家罗泌在
《路史·国名纪》中指出：“肥，子
爵，本白翟地，晋灭之，真定之肥
累城也。”更深入的研究表明，肥
族实为周族先祖后稷弃之分支，
姬姓，与周王室同源共祖。这层高
贵的血缘关系，或许是他们在文
化上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内在根
源，也解释了为何他们能在狄人
系统中获得“子爵”封号。

勾勒肥族迁徙路线，犹如拼
接一幅散佚的地图。据晋代王隐

《城冢记》记载，肥族最早活动于
“肥泽之阳”，学者推测其地望或
在今河南境内。其后，迫于周室东
迁后中原地区的政治压力，肥族
北迁至“肥泉”。《诗经·邶风·泉
水》中“我思肥泉，兹之永叹”的诗
句，或许隐含这支族群迁徙的集
体记忆。汉代学者毛亨传释《诗
经》时，对“肥泉”的解释是“所出
同所归异为肥泉”，意指同源而分
流，此名似乎暗合了肥族从周族
主干中分离的历史命运。此地一
般认为在今河南淇县以南。势单
力薄的肥族未能在此长久立足，
继续北迁，最终抵达今山西昔阳

县以东约五十里处。
此时，历史迎来关键汇流点。

原先游牧于晋陕高原的白狄，在
晋国压迫下大规模迁入山西东
部，形成史书上所称的“东山皋落
氏”。迁徙至此的肥族与这股强大
的狄人力量相遇，最终融入其中，

“垒城守居，成为其中一支”。然
而，晋国的扩张步伐未停。迫于日
益加剧的生存压力，肥族不得不
再次东迁。他们先落脚于今河北
肥乡县一带，并作出关键政治抉
择———“归燕”，即归附燕国。通过
燕国斡旋与扶持，他们获得周王
室正式承认的“子爵”封赏，建立
具有合法地位的“肥子国”。或许
是出于对晋国持续威胁的忌惮，
为寻求更强大的军事庇护，这个
新生邦国最终选择北迁至强大的
鲜虞境内，与同为子爵的“鼓子
国”为邻，共同成为鲜虞附庸，在
晋、齐、燕等大国的夹缝中求存。

金牛山下
肥子国的重建与悲壮覆灭

关于肥子国在山东境内的具
体位置，明代学者于慎行在《岱畎
记》中提供明确线索：“肥子国在县

（指肥城老城）西十里金牛山下。”
这一记载与清代雍正、宣统年间两
部《山东通志》的论断———“肥，齐
附庸。应劭曰：泰山郡肥城县，即古
肥子国”——— 相互印证，确立了肥
城与古肥子国的地理关联。

这个位于齐国西陲的小国，
其存在本身便是政治智慧的体
现。《春秋地名考略》点明其“齐附
庸”的身份。它很可能扮演了齐国
战略缓冲带的角色，既为齐国抵
御来自西方（晋、卫）的压力，也可
能为齐国提供与北方狄人系统联
系的桥梁。考古发现似乎也在佐
证这一点，在肥城相关遗址中发
现的兵器，虽不似青铜戈般带有
明确族属铭文，但其形制组合仍
反映出军事据点的属性。

然而，肥子国的前身——— 位
于山西的肥国，其灭亡则是一场

注定失败的悲歌。《左传》昭公十
二年（前530年）以冷静笔触记载
了晋灭肥国之战：“晋荀吴伪会齐
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预
注认为即肥国都城，在今山西昔阳
县附近；学界对此地尚有其他考
释）。秋，八月壬午（十日），灭肥，以
肥子绵皋归。”晋国大将荀吴采用
欺诈手段，假意会合齐军，向鲜虞
借道，突然攻入位于山西的肥国都
城昔阳，俘其国君绵皋，山西之肥
遂亡。而其后，肥族遗民东迁，在
今山东肥城金牛山下一带重建邦
国，即后世所称的“肥子国”。

遗民迁徙
从国破家亡到文化重生

国破之后，肥族遗民踏上四
散流徙的悲壮历程。《卢龙县志》
记载：“周景王十五年（前530年），
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肥子
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这与

《路史》所述“肥子后归燕，封之肥
如”的记载吻合，揭示了肥族北迁
一支的命运。另一支遗民选择了
南下，辗转迁徙，最终抵达今山东
肥城市北部地区。

当代著名古国史专家何光岳
在《中华民族源流史》中，对肥族
南迁山东的历程进行了深入考
证。他认为，肥族的一支在国灭后
抵达齐鲁边境，与此前因贸易、佣
工、被俘等散居于此的同族血脉
会合。彼时，正值齐晋长期争霸，
而鲁国与晋国同出姬姓，关系较
为密切。肥族虽为周室苗裔，但与
晋国结有灭国之仇。

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鲁国
允许这支与晋为敌的肥族遗民定
居于其北部边境，或有借其狄人骁
勇之风以抵御强齐的考量；而齐国
扶持肥族在齐鲁缓冲地带重建邦
国，作为其附庸，目的亦是建立亲
齐政权，以牵制鲁国及其背后的晋
国势力。何光岳的考证，为肥子国
在山东地区的“重建”提供了合乎
当时列国博弈逻辑的解释。

这一文献推论，得到了考古

发现的有力支撑。1974年，在肥城
市老城街道北坛村一带，发现了
一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春秋中
晚期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根据遗
址中出土的陶器组合（兼具狄人风
格与齐鲁特色）、建筑遗迹以及大
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推断此处
极有可能是肥族遗民迁徙至此之
后“筑城为国”的遗存。此外，流经
今肥城北部、横亘东西的康王河，
古名即为“肥河”。地名作为历史的

“活化石”，其“肥”字之源，极大概
率是因肥族曾长期聚居于此而得
名，默默见证着那段消逝的岁月。

未解谜题
为何史书后续记载寥寥

关于肥城历史上的“肥子
国”，一个核心且困扰历代学者的
问题是：为何在晋灭肥（前530年）
之后，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
等，对这个位于齐鲁附近的“肥子
国”无任何明确的直接记载？

综合现有资料，最合理的解
释可能是：迁徙至山东肥城地区
的肥族遗民集团，其规模与国力
已远非昔比。他们最大的可能，是
在肥城一带“依然聚族为生，筑城
而居”，形成了以肥族为主体、保
有自身文化特征的城邑或部族组
织。由于周王室并未因山西之肥
的灭亡而正式撤销其封号（或许
因其远在山东，已非周室所能直
接管辖），他们在名义上或许仍沿
用了“肥子国”的称号。然而，这个
重建后的“邦国”，政治地位极可
能已从独立的附庸下降为齐国境
内的一个自治邑落，或是一个极
其弱小的附庸，影响力微乎其微。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那个列强
兼并日趋激烈、“弑君三十六，亡
国五十二”的动荡时代，这样一个
弱小的政治实体，既无力参与诸侯
会盟，也无法在大国征战中扮演重
要角色，其存在自然“不足以构成
对他国的威胁”，因而也“没能引起
史家的关注”。太史公著《史记》，
于齐、鲁世家亦未提及此事。

文脉绵延
从古国到文献之邦

“封土久传肥子国，诗书偏在
野人家。”清代诗人萧培元的这联
诗句，精准捕捉了肥城文化传承
的特质。从神秘的古国到文脉绵
延的文献之邦，肥城完成了跨越
三千年的文化蜕变，而这一过程
的实物证据正不断浮出水面。

李邦珍主编的隆庆《肥城县
志》虽原书散佚，但其开创的修志
传统深植肥城。康熙十一年（1672
年）版县志在《古迹》卷中特别标
注：“金牛山古城，父老相传为肥
子国都。嘉靖间耕者尝得青铜鼎
于其下，鼎腹铭文不可识，疑为狄
书。”这段记载与近年出土的青铜
器相互印证。嘉庆版县志则首次
收录《肥子国考》专文，作者黄模
在文中敏锐指出：“肥之方言多存
古音，如谓大为‘代’，谓山为

‘峪’，此皆狄语之遗也。”
新见文献极大丰富了肥城的

历史维度。故宫博物院藏《海岳澄
清卷》中，除记载李邦珍抗倭事迹
外，还有一首福州文人赠诗提及：

“闻君乡里有狄风，白羊祭山岁时
常。”这与肥城民间至今流传的立
冬祭祀习俗若合符节。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所藏《汪宝树文书》全宗
中，其日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
月条记载：“余访金牛山古城，得陶
豆残片于田垄间。农人云春耕时常
见此类物，间有青铜小器。”更珍贵
的是，文书中夹了一张手绘的《肥子
国遗址草图》，清晰标注了古城墙、
祭祀区、墓葬区的相对位置。

碑刻新证
考古还原失落的历史

北京大学艺风堂珍藏的碑拓
中，《刘氏祖茔碑》的发现为肥城
历史补上关键一块。这块金代明
昌三年（1192年）镌刻的石碑，以
严谨楷书记载：“刘氏本山西洪洞
人，唐末迁肥，世居肥子国故地，
耕读传家已十有二世。”碑文末段
更提及“其地有古冢，乡人呼为狄
王墓”，并详细描述了墓冢形制：

“冢高丈余，周三十步，其上生赤
棘，冬夏不凋。”这一记载与近年
金牛山南麓发现的大型封土墓特
征完全吻合，为寻找肥子国王族
墓葬提供了明确坐标。

同时，艺风堂所藏《肥子国故
址碑》的明代拓片提供了重要线索，
碑文记载：“金牛山之阳有古城址，
父老相传为肥子国。每值雨过，往往
得古铜器、刀币。正德间，乡人掘得
铜圭一件，长尺有二寸，上刻异文。”
这段记载与现存于肥城市博物馆
的“异文铜圭”实物完全对应。

从山西黄土高原的初兴，到
河北平原的辗转，再到泰山西麓
的重建与最终消融，肥族的轨迹
是一部小邦在时代洪流中求生
存、谋发展的史话。那个弱小的、
未能载于史册的“肥子国”，其实
并未真正消失。它所铸就的不屈
精神、它所孕育的兼容胸怀、它所
践行的和谐理念，早已钤印在肥
城的大地上，融化在一代代肥城
人民的血脉与文化意识中，成为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文化
遗产。

“肥城，古肥子国也。”东汉泰山郡守应劭在《汉书注》中写下的寥寥数语，开启了后世追溯肥城历史源头
的漫漫长路。然而，也正是这简单几个字，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两千年的学术公案。历代志书或沿袭其说，或语
焉不详，或提出新解，使得这个神秘的“肥子国”身影模糊，疑窦丛生。肥族是否真的在泰山脚下建立过国家？
这个“子爵”小邦从何而来，因何而兴，又归于何处？今天，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结合传世文献与日新月
异的考古发现，拼接那段被岁月湮没的古老史诗。

肥城金牛山，明代学者于慎行《岱畎记》记载“肥子国在县十里金牛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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